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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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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以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成为区域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开放的主流。 文章通过比较美

国、 日本 ＦＴＡ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上海、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发现，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无论是框架结构还是清单内容， 都与国际通行负面清单存在较大差异。 要满足 ＲＣＥＰ 由正面清单转向负面

清单和加入 ＣＰＴＰＰ 的要求， 在制定首份全国版负面清单时， 要全面梳理目前负面清单中兜底条款的内容，
在坚持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基础上， 不断完善负面清单框架结构和不符措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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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由于 ＷＴＯ 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谈判迟迟未能取得

实质性成果， 一些成员纷纷转向区域和双边服务贸

易规则构建， 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负面清单应

用于跨境服务贸易管理， 从而成为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服务贸易开放的主流。 ＷＴＯ 的 ＲＴＡｓ 数据库

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底， 全球生效的 ３５６ 个 ＲＴＡ
中， １８８ 个涵盖服务贸易， 其中 ２０００ 年之后生效的

超过 ９０％①， 近年来的 ＲＴＡ 中大多采用负面清单管

理跨境服务贸易。 对中国来说， 目前尚未在 ＲＴＡ 中

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 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发

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

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２００８ 年）》（以下简称《上海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出台的《海
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２０２１ 年

版）》（以下简称《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无

论是框架结构和还是清单内容都与 ＦＴＡ 中的负面清

单存在较大差异， 仍不是真正意义的负面清单。 同

时，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ＲＣＥＰ）要求中国在协定生效 ６ 年内将跨境

服务贸易开放由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中国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ＣＰＴＰＰ）也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

工作， 这不仅是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需

要， 也是推动高水平制度性开放的重要举措。

二、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框架

（一）跨境服务贸易与负面清单

ＷＴＯ《服务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Ｓ）将服务贸易定

义为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

等四种提供方式。 ＲＴＡ 实践中， 服务开放通常有两

种形式： 一种按 ＧＡＴＳ 四种提供方式以正面清单形

式开放； 另一种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形
式， 服务开放包含除“商业存在”之外的其他三种提

供方式， “商业存在”被纳入投资章节。 采用 ＮＡＦＴＡ
形式的 ＲＴＡ 通常以负面清单来管理跨境服务贸易，
如《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 ＣＰＴＰＰ 等。 虽然跨境

服务贸易也包括部分金融服务等， 但由于该部门的

重要性， 大多 ＲＴＡ 会单独成章， 另行规定开放规则

和内容， 因此本文的负面清单暂不包括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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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是与正面清单（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相对应的一种管理模式。 正面清单模式中， 政

府列出允许的市场准入主体、 范围、 领域等， 没有

列出的原则上属于禁止进入领域， 即“法无列明不

可为”； 负面清单模式中， 政府列明不开放的领域，
未列入清单的其他行业、 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
即“法无禁止皆可为”。

（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国际规则框架

ＮＡＦＴＡ 是第一个对投资和跨境服务贸易实行负

面清单管理的 ＲＴＡ， 此后越来越多的 ＲＴＡ 开始参照

ＮＡＴＦＡ 框架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作为

ＮＡＦＴＡ 的升级版， ＵＳＭＣＡ 的负面清单文本相比

ＮＡＦＴＡ 有较大改进， 代表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最新的规则框架。
ＵＳＭＣＡ 第 １５ 章为跨境服务贸易， 由正文和附

录两大部分组成： 正文包含跨境服务贸易定义、 适

用范围、 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 市场准入、 当地

存在、 不符措施等内容； ５ 个附录分别是对快递服

务、 交通服务等的专门说明。 其中， 跨境服务贸易

指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等三种提供方

式， 同时强调不适用于金融服务等； 国民待遇、 最

惠国待遇、 市场准入和当地存在是与不符措施相对

应的 ４ 项正面义务。
ＵＳＭＣＡ 第 １５. ７ 条不符措施规定了负面清单制

度， 各缔约方在负面清单中列明其跨境服务贸易与

４ 项正面义务中一条或多条不相符的不符措施， 并

按对缔约方约束力强弱将其分别列入附件 Ｉ 或附件

ＩＩ。 其中， 附件 Ｉ 为中央和地方层级下现行不符措

施， 通常包含棘轮条款， 即缔约方更新承诺时这些

不符措施的限制程度要维持不变或降低， 附件 ＩＩ 为
缔约方可以在未来维持现有措施或采取新限制措施

的领域。 其中， 附件 Ｉ 中每条不符措施包含限制性

行业、 分部门、 不符措施违背的正面义务、 政府级

别、 相关国内法律依据和不符措施具体描述等部分，
附件 ＩＩ 一般不包括政府级别。

三、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际比较

美国是 ＮＡＦＴＡ 倡导国，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管理已相对成熟。 日本是 ＣＰＴＰＰ 主导国， 且在

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中均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

易。 因此， 对美国和日本在 ＦＴＡ 中的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进行比较研究非常必要。
（一）美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践与特征

ＷＴＯ 的 ＲＴＡｓ 数据库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底， 美国共签署 １４ 个 ＦＴＡ， 其中 １３ 个同时涵盖货

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除与约旦的 ＦＴＡ 美国采用正面

清单外， 其余 １２ 个 ＦＴＡ 美国均采用负面清单管理

跨境服务贸易。 通过比较这 １２ 份负面清单， 可以总

结出美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数量较少。

美国服务业发达， 跨境服务贸易竞争力强， 对负面

清单依赖程度较低。 美国签订的 ＦＴＡ 中， 无论是附

件 Ｉ 还是附件 ＩＩ， 不符措施数量都在 ８ 项或以下。
附件 Ｉ 中， 除与新加坡 ＦＴＡ 和 ＵＳＭＣＡ 中分别包含 ８
项和 ７ 项不符措施外， 其他 ＦＴＡ 不符措施都只有 ６
项。 原因在于： 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 涵盖 ３ 项针对所

有行业的水平不符措施①， 其他 ＦＴＡ 只包含 １ 项； 由

于美墨加三国的特殊地理位置， ＵＳＭＣＡ 新增 １ 项独

有的陆地运输服务不符措施。 附件 ＩＩ 中， 除美国—新

加坡 ＦＴＡ、 ＵＳＭＣＡ 分别包含 ５ 项和 ８ 项不符措施外，
其他 ＦＴＡ 都是 ６ 项。 原因在于： 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
不涵盖水平不符措施， 其他 ＦＴＡ 都包含 ２ 项， 即美

国—新加坡 ＦＴＡ 后， 美国将附件 Ｉ 的 ２ 项水平不符措

施转移到附件 ＩＩ 中， 并取消了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 中 １
项针对通信服务－有线电视的不符措施； ＵＳＭＣＡ 新增

针对陆地运输和博彩业的 ２ 项不符措施。
二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所涉行业延续性较

高。 美国 ＦＴＡ 签署对象涉及国家和地区复杂， 但美

国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所涉行业保持了高度一

致性。 除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 和 ＵＳＭＣＡ 所涉行业存

在差异外， 其他 ＦＴＡ 不符措施涉及行业和条数均一

致： 附件 Ｉ 涉及商业服务（２ 条不符措施， 下同）、
航空运输（１ 条）、 运输服务（１ 条）和专业服务（１
条）； 附件 ＩＩ 涉及通信服务（１ 条）、 社交服务 （１
条）、 少数民族事务（１ 条）和运输服务（１ 条）。

三是不符措施违背各项正面义务情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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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附件 Ｉ 还是附件 ＩＩ， 美国 ＦＴＡ 违背正面义务

的情况相似。 附件 Ｉ 中仅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 不符措

施涉及市场准入， 即美国保留采取或维持不违反

ＧＡＴＳ 第 １６ 条规定的义务的任何措施的权利。 此后

该项不符措施被移到附件 ＩＩ 中， 因此只有美国—新

加坡 ＦＴＡ 附件 ＩＩ 不涉及市场准入问题， 具体不符措

施违背证明义务情况详见表 １。
（二）日本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践与特征

根据ＷＴＯ 的 ＲＴＡｓ 数据库，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底，
日本生效的 ＦＴＡ 共有 １９ 个， 其中 １８ 个涵盖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 采用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的 ＦＴＡ

有 ９ 个。 通过比较这 ９ 份负面清单， 可以总结出日本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较多。 日本

签署的 ＦＴＡ 中，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附件 Ｉ 和附件

ＩＩ 不符措施数量平均为 ４２. ６ 条和 １４. ７ 条， 且后期

ＦＴＡ 不符措施数量并不比早期的少。 相反， 最早签署

的日本—墨西哥 ＦＴＡ， 无论是不符措施数量还是违背

正面义务数量均最少， 签署时间最晚的 ＲＣＥＰ 却最

多。 从不符措施类型看， 除日本—瑞士 ＦＴＡ 附件 Ｉ 有
１ 项水平不符措施外， 其他 ＦＴＡ 均不涉及水平不符措

施； 附件 ＩＩ 均有至少 ２ 项水平措施， 详见表 ２。

表 １　 美国现行 ＦＴＡ 跨境服务贸易不符措施违背正面义务情况

ＦＴＡ 名称
附件 Ｉ 中违背正面义务数量统计 附件 ＩＩ 中违背正面义务数量统计

ＮＴ ＭＦＮ ＭＡ ＬＰ 合计 ＮＴ ＭＦＮ ＭＡ ＬＰ 合计

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 ６ ４ １ ６ １７ ４ ４ ０ ４ １２
美国—智利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１ ３ １１

美国—澳大利亚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１ ３ １１
美国—摩洛哥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１ ３ １１

美国—中美洲国家—多米尼加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１ ３ １１
美国—巴林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１ ３ １１
美国—阿曼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１ ３ １１
美国—秘鲁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１ ３ １１

美国—哥伦比亚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１ ３ １１
美国—巴拿马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５ １４ ３ ４ ２ ３ １２
美国—韩国 ＦＴＡ ６ ３ ０ ５ １４ ３ ４ １ ３ １１

ＵＳＭＣＡ ７ ４ ０ ６ １７ ６ ５ ２ ５ １８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签署的 ＦＴＡ 内容整理。
注： ＮＴ 表示国民待遇， ＭＦＮ 表示最惠国待遇， ＭＡ 表示市场准入， ＬＰ 表示当地存在。

表 ２　 日本现行 ＦＴＡ 跨境服务贸易不符措施分布及违背正面义务情况

ＦＴＡ 名称

不符措施分布

附件 Ｉ 附件 ＩＩ

不符措施违背正面义务情况

附件 Ｉ 中违背正面义务数量统计 附件 ＩＩ 中违背正面义务数量统计

ＮＴ ＭＦＮ ＭＡ ＬＰ 合计 ＮＴ ＭＦＮ ＭＡ ＬＰ 合计

日本—墨西哥 ＦＴＡ ３２ ９ ４ １ ０ ２８ ３３ ２ ２ ０ ９ １３
日本—智利 ＦＴＡ ３２ ９ ８ ３ ０ ２８ ３９ ９ ５ ０ ９ ２３
日本—瑞士 ＦＴＡ ５２ １８ ２２ ３ ４２ ０ ６７ １７ ５ １６ ０ ３８
日本—秘鲁 ＦＴＡ ４０ １８ ８ ３ ３９ ２９ ７９ １５ ８ １６ １５ ５４

日本—澳大利亚 ＦＴＡ ５２ １３ ２２ ３ ４０ ２９ ９４ １２ ６ １１ １０ ３９
ＣＰＴＰＰ ４１ １２ １１ ３ ３１ ４ ４９ １０ ５ １０ ９ ３４

日本—欧盟 ＦＴＡ ４０ １６ ９ ３ ４０ ０ ５２ １２ ８ １１ ０ ３１
日本—英国 ＦＴＡ ３９ １３ １０ ３ ３９ ０ ５２ １１ ７ １０ ０ ２８

ＲＣＥＰ ５５ ２４ ２６ ５ ４０ ３０ １０１ １９ １４ １９ １５ ６７
平均 ４２. ６ １４. ７ １３. ３ ３. ０ ３８. ７ ２４. ７ ６２. ９ １１. ９ ６. ７ １３. ３ １１. ２ ３６. ３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现行 ＦＴＡ 内容整理。
注： ＮＴ 表示国民待遇， ＭＦＮ 表示最惠国待遇， ＭＡ 表示市场准入， ＬＰ 表示当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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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不符措施涉及行业具有一定延续性和集中性，
不同缔约对象差异较大。 就延续性看， ９ 个 ＦＴＡ 中，
附件 Ｉ 的汽车维修服务、 建造服务、 测量服务、 医疗健

康和福利、 采矿业、 房地产、 房地产评估、 航海员、
职业安全与健康相关服务、 调查服务、 语言能力测试、
批发零售贸易等部门都只有 １ 项不符措施； 商业服务、
收集代理服务、 教育及学习支持、 船籍服务和专业

服务也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 其中， 收集代理服务、
教育及学习支持除与墨西哥、 智利签署的 ＦＴＡ 中没

有不符措施外， 其他 ＦＴＡ 都有 １ 项； 商业服务除与

欧盟、 英国签署的 ＦＴＡ 有 ２ 项不符措施外， 其他都

有 １ 项； 专业服务除与墨西哥、 智利签署的 ＦＴＡ 有

１１ 项外， 其他都有 １２ 项。 附件 ＩＩ 中， 航天业、 武

装爆炸业、 能源业、 渔业、 信息和通信、 安保服务

等部门均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 除与瑞士、 秘鲁的

ＦＴＡ 在航天业各有 ２ 项不符措施， 在能源业各有 ５
项不符措施外， 其余 ＦＴＡ 在这些行业都只有 １ 项不

符措施。
就集中性而言， 附件 Ｉ 的不符措施主要集中在

专业服务和运输服务。 专业服务不符措施最少的有

１１ 项， 运输服务最少的有 ７ 项， 是与墨西哥、 智

利、 欧盟、 英国的 ＦＴＡ， 与秘鲁的 ＦＴＡ 和 ＣＰＴＰＰ 都

有 ９ 项， 与瑞士、 澳大利亚的 ＦＴＡ 是 １２ 项， ＲＣＥＰ
是 １４ 项。 附件 ＩＩ 中除涉及所有行业的水平不符措

施外， 其他不符措施集中在能源业和航天业。
就差异性而言， 附件 Ｉ 不符措施中， 只有与瑞

士、 澳大利亚的 ＦＴＡ 和ＲＣＥＰ 涉及农林渔及相关服务

（１ 项）、 热力供应（１ 项）、 信息和通信（２ 项）、 油业

（１ 项）、 水供应及水务（１ 项）； 只有与智利的 ＦＴＡ 涉

及信用管理和收集商业（１ 项）； 只有与墨西哥、 澳大

利亚的 ＦＴＡ 和 ＲＣＥＰ 涉及安保服务（１ 项）； 只有与欧

盟、 英国的 ＦＴＡ 及 ＣＰＴＰＰ、 ＲＣＥＰ 涉及航空业 （１
项）； 分销服务中， 与英国的 ＦＴＡ 和 ＲＣＥＰ 不符措施

为 １ 项， 与瑞士、 秘鲁、 澳大利亚、 欧盟的 ＦＴＡ 及

ＣＰＴＰＰ 为 ２ 项； 制造业服务中， 与秘鲁、 欧盟、 英国

的 ＦＴＡ 及 ＣＰＴＰＰ 不符措施为 １ 项， 与瑞士、 澳大利

亚的 ＦＴＡ 为 ３ 项， ＲＣＥＰ 为 ４ 项。 附件 ＩＩ 不符措施

中， 仅与墨西哥的 ＦＴＡ 涉及社交服务（１ 项）， 仅与瑞

士、 秘鲁的 ＦＴＡ 涉及制造业（１ 项）， 仅与秘鲁的 ＦＴＡ

涉及商业服务（１ 项）， 仅 ＲＣＥＰ 涉及视听服务、 私

人经济、 电话销售等（各 １ 项）， 仅与欧盟的 ＦＴＡ
涉及运输服务（１ 项）， 仅与欧盟、 英国的 ＦＴＡ 和

ＲＣＥＰ 涉及运输服务 ／商业服务（１ 项）。 同时， 仅

与墨西哥的 ＦＴＡ 不涉及公共执法、 惩戒服务及社

交服务 （其他均为 １ 项）， 仅与墨西哥、 智利的

ＦＴＡ 不涉及教育及学习支持服务（其他均为 １ 项），
仅与墨西哥、 智利和秘鲁的 ＦＴＡ 不涉及土地交易

服务（其他均为 １ 项）。
三是不符措施违背正面义务差异明显， 更多集

中于市场准入。 附件 Ｉ 中， 日本不符措施违背国民

待遇和当地存在情况差异较大， 违背最惠国待遇的

情况较为一致， 数量较少， 附件 ＩＩ 的情况基本相

似， 详见表 ２。

四、 比较视角下国内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的问题

为更好地适应服务贸易开放模式转变， 中国最早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尝试以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

易， 如《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海南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 目前正在制定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 将《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海南跨

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与美日签署的 ＦＴＡ 中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进行比较， 其异同点详见表 ３。
（一）法律地位和适用范围存在较大差异

美日等国家签署的 ＦＴＡ 中，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属于国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 是与其他国家

通过谈判签署的协定的一部分， 具有国际法约束力，
仅对签署缔约方生效， 负面清单调整需要与缔约方

协商， 非缔约方不享有同等权利， 也无须承担相应

义务。 无论是《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是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都是国内法意义上

的负面清单， 是中国政府颁布的在某一区域范围实

施的管理与所有贸易伙伴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
在国内仅分别适用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

由贸易港。
（二）跨境服务贸易概念一致， 涵盖范围存在差别

美日等国签署的 ＦＴＡ 中， 跨境服务贸易指除商

业存在外的其他三种服务提供方式。 在清单说明部

分， 《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明确清单适用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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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美日签署的 ＦＴＡ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与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比较

美日等国 ＦＴＡ 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法律地位 国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 国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

适用对象 ＦＴＡ 签署对象， 全国范围内 所有贸易伙伴， 特定区域

跨境服务贸易概念 除商业存在外的其他三种服务提供方式 除商业存在外的其他三种服务提供方式

涵盖行业范围 金融服务单独列章规范 涵盖金融服务等服务部门

规则框架
包含附件 Ｉ 和附件 ＩＩ 两个附件， 明确不符措施

违背正面义务的类型、 政府层级、 国内法律依据
只有 １ 个列表， 不包含违背正面义务类型、

政府层级和法律依据等

不符措施 数目相对较少 数目相对较多

　 　 资料来源： 根据《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及美日签署的 ＦＴＡ 中跨境服务贸易清单整理
总结。

交付、 境外消费、 自然人流动等三种服务提供方式，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强调“以商业存在模

式提供服务的特别管理措施不列入本负面清单”。
可见， 这些负面清单中跨境服务贸易的概念一致。

从涵盖范围来看， 由于金融服务的特殊性， 美

日等国签署的 ＦＴＡ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包括

金融服务， 而是将金融服务单列章节， 单独规定开

放规则和领域。 如 ＵＳＭＣＡ 第 １７ 章是金融服务，
ＣＰＴＰＰ第 １１ 章是金融服务， 即便日本在 ＲＣＥＰ 中以

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 金融服务也是单独确

定的。 由于是国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 国内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没有将金融服务排除在外。
（三）负面清单规则框架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 国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都包含两个

附件， 即附件 Ｉ 和附件 ＩＩ， 分别列出中央和地方层

级现行不符措施和未来保留进一步限制的不符措施。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只包含一份列出现行特

别管理措施的清单， 没有明确未来可能保留或加强

的限制措施。
其次，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没有列出特

别管理措施涉及的正面义务、 政府层级和法律法规

依据。 美日等国 ＦＴＡ 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均规

定了限制措施违背正面义务的类型， 是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 市场准入还是本地存在， 同时各项限

制措施均列出相应的国内法规。 相对而言， 国内跨

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仅是特征性描述，
不仅没有详细的正面义务违背说明， 也缺少具体国

内法律的支撑。
（四）负面清单不符措施数量和内容差异较大

首先， 负面清单行业分类差异较大。 美日等国

ＦＴＡ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限制的行业部门虽各有

侧重， 但都重点考虑涉及国家安全、 核心技术的行

业， 注重对与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部门实施

限制， 如航空行业。 比较来看，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几乎涉及所有服务部门， 《上海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和《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涉
及行业门类分别为 １３ 类和 １１ 类， 不符措施主要集

中在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３０ 条和 １３ 条）， 金

融服务业（３１ 条和 １７ 条），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１１
条和 １２ 条），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３２ 条和 １１ 条）。
美国主要集中在通信服务、 少数民族事务、 运输服

务部门， 日本主要集中在专业服务和运输服务。
其次，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条

数较多。 虽然《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上
海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基础上， 不同程度地

缩减了各门类特别管理措施的数量， 其中“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金融服

务业”分别缩减 ２１ 条、 １７ 条、 １４ 条， 不符措施最终

由 １５９ 条缩减至 ７０ 条， 但相对于其他国家 ＦＴＡ 中

的不符措施条数依然较多。 比如， 美国 ＦＴＡ 中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附件 Ｉ 和附件 ＩＩ）一共

仅 １５ 条左右， 日本 ＦＴＡ 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中不符措施数量平均约为 ５７ 条， 虽然与《海南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数量接近， 但需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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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说明部分均

包含了“兜底”条款。 例如， 《上海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未列出的与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 文化、
金融、 政府采购等相关措施”，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未列出的与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 金融

审慎、 社会服务、 人类遗传资源、 人文社科研发、
文化新业态、 航空业务权、 移民和就业措施以及政

府行使职能等相关措施”， 都按现行规定执行。 这

意味着， 除负面清单列出的不符措施外， 不符措施

还大量存在于诸多现行规定中。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 相对于美日等国家 ＦＴＡ

中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并非真正意义的负面清单， 不仅在规则框架

方面与 ＦＴＡ 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存在较大差

异， 缺乏详细的行业分类、 限制措施程度分类、 不

符措施违背正面义务类型、 政府层级和国内法律依

据， 而且不符措施条目较多， 在考虑“兜底”条款后

数量更多。 这不仅会影响到跨境服务贸易发展， 增

加跨境服务贸易的管理难度， 也无法适应 ＲＣＥＰ 将

正面清单转换为负面清单的要求和中国加入 ＣＰＴＰＰ
谈判的需要。

五、 启示与政策建议

目前， 中国正在制定全国版的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 也提出了加入 ＣＰＴＰＰ 的申请， 结合国内与

国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差异， 未来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制定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高度重视首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

工作

从美日 ＦＴＡ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具体内容

看， 各项不符措施所涉行业均保持了较大的延续性，
虽然会根据不同 ＦＴＡ 签署对象进行相应调整， 但总

体差别不大。 由于首份负面清单内容对后续其他负

面清单有极强的参考指导意义， 因此中国首份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极为重要， 不仅会为未来中国签

署 ＦＴＡ 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起“打样”作

用， 而且能进一步彰显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的决心。
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 其早期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开放程度过大、 限制不足的

问题， 后续 ＦＴＡ 限制程度有一定提升。 对中国来

说， 虽然目前服务贸易额位居全球第二位， 但整体

竞争力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 首份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制定仍需相对谨慎， 要为未来进一步

扩大开放预留空间。
（二）负面清单制定与调整要以全面梳理兜底条

款为基础

目前，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主要问题

就是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面清单， 因为除清单

列出的不符措施外， 现行规定中还存在大量的不符

措施， 这些措施散见于各类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秩

序、 金融审慎等相关政策法规中。 因此， 首先要全

面梳理这些政策中可能涉及的不符措施， 将其作为

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不符措施的基础； 其

次要结合现有上海和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内

容， 确定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所包含的全部

范围， 制定不符措施削减步骤和路径， 为中国跨境

服务贸易自主开放和 ＦＴＡ 谈判提供指引。
（三）调整负面清单框架结构， 明确不符措施的

指向性

相对而言， 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结构不

完整， 应遵循国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对成熟

的框架结构， 对不符措施的表述不仅要包括限制性

行业明细分类、 政策层级、 国内法依据等内容， 还

要根据服务业特点和重要性考虑其限制程度差异、
违背正面义务类型等。 在对不符措施涉及行业进行

细分时， 美国在 ＮＡＦＴＡ 中同时使用 ＳＩＣ（北美产业

分类体系）和 ＣＰＣ（联合国核心产品分类）， 此后一

直使用 ＳＩＣ， 其他大部分国家采用 ＣＰＣ， 日本和墨

西哥则采用本国的产业分类代码。 由于国内跨境服

务贸易负面清单和 ＲＣＥＰ 投资负面清单都使用《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 基于已有管理经验， 可考虑继续

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明确不符措施适用

行业的细分代码， 使适用行业更具有指向性。
（四）负面清单制定和谈判要坚持开放性和灵活

性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跨境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 政府

管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经验相对匮乏， 首份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和谈判需要在坚持开

放的同时保持相应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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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充分运用两个附件来管理不同行业不同

重要程度的不符措施。 国际上通常将跨境服务贸易

不符措施根据约束力程度分为两大类， 形成附件 Ｉ
和附件 ＩＩ， 附件 Ｉ 是允许保留的现有限制措施， 附

件 Ｉ 通常设置棘轮条款， 缔约方不得在未来的更新

中提高不符措施的限制程度。 附件 ＩＩ 不但允许维持

现有限制措施， 缔约方同时保留对相关行业现有限

制措施进行修订或设立更严格的新限制措施的权利。
因此， 附件 ＩＩ 中主要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业态增加保留措施， 如日本

在附件 ＩＩ 中更多地增加对本国航天业、 能源业和渔

业等战略行业以及安保服务、 武装爆炸业和公共执

法等公共安全行业的保护。 因此， 中国要充分利用

两个附件对跨境服务贸易进行适度保护， 尤其需要

将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 金融审慎、 民族问题、
文化遗产等问题的不符措施列入附件 ＩＩ。

第二， 对正面义务的违背要有所取舍。 从不符

措施对正面义务的违背情况看， 日本负面清单较少

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 这不仅体现了对各国平等开

放的姿态， 也有助于降低负面清单的复杂程度和管

理难度。 且相对于其他三项正面义务， 减少违背最

惠国待遇原则对整体限制程度的降低有限。 因此，
在同时考虑负面清单更简洁和不过分降低限制程度

的情况下， 可考虑减少违背最惠国待遇正面义务。
违背市场准入的措施相对较严格， 美国虽然在

ＮＡＦＴＡ 后的 ＦＴＡ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中增加了该

项正面义务， 但应用较为克制， 仅与新加坡的 ＦＴＡ
在附件 Ｉ 中有 １ 项措施违背该项正面义务， 附件 ＩＩ
中最多有 ２ 项措施违背该项正面义务。 相对而言，
日本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较多地违背市场准入正

面义务， 有效地保护了重要或弱势行业。 美国较少

违背市场准入正面义务与其强大的服务业竞争力分

不开， 中国需要通过更多地运用违背市场准入正面

义务来保护相对弱势的服务细分行业， 为未来的开

放预留空间。
第三， 根据缔约对象适度调整负面清单所涉行

业。 在保持负面清单内容延续性的基础上， 针对不

同缔约对象， 需要对不符措施涉及行业和适用领域

进行调整。 例如， ＵＳＭＣＡ 中美国的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新增一项独有的针对陆地运输服务的不符措

施； 日本也根据不同缔约对象调整不符措施的适用

领域， 如针对热力供应的不符措施， 在日本与澳大

利亚的 ＦＴＡ 以及 ＲＣＥＰ 中均为同时适用跨境服务贸

易和投资领域， 在与英国的 ＦＴＡ 中被移出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 仅适用于投资领域。 同样， 中国

ＦＴＡ 谈判中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 需要根

据缔约各方在不同服务细分领域的竞争力强弱调整

所涉行业、 限制程度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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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ｓ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ｏｓｅ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ＲＴＡ；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０２， Ｆ１３， Ｆ１５

（责任编辑： 王勇娟　 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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